
如何构建中国历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

复杂的社会情状。“多维历史视野”是一种抽象的概括，以此可以更清晰地揭示司马迁在哲理高度和
认识本原上，发现、掌握了如何再现客观历史进程的根本要领和途径。这是司马迁杰出创造才能在
哲学思维上的体现，是笼罩《史记》全书的哲学光华。惟其成功地运用了多维历史视野，而非单线式、
单角度的观察，他呕心沥血著成的《史记》才为我们展现了华夏民族有史以来全景式的、丰富的、生动
的画卷，有血有肉，内涵深刻，令读者百读不厌。正因为“多维历史视野”符合从广度和深度再现客观
历史进程的需要，因此，《史记》体裁不仅成为传统史家著史之“极则”，而且进入 20 世纪以后，成为
梁启超、章太炎设计以“新综合体”撰著中国通史的原型。白寿彝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在编纂
体裁上恰当继承了《史记》运用“多维历史视野”、五体配合的宏大格局，同时根据时代的需要进行改
造和再创造，创设了“序说”“综述”“典志”“传记”互相配合的体裁，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因而被誉为
“20 世纪历史学界的压轴之作”。①

《史记》的多维历史视野堪称司马迁杰出成就的缩影，具有深邃的哲理，指明实现“立体式”著史
的成功之路，因而其影响力达二千余年。通过上面的梳理、阐释，更能证明抓住“编纂思想”这一关键
问题对于拓展学术研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推进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是新时代历史学发展的迫切需要。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

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向，中国历史发展的壮阔道路和生动史实为我们提供了广泛的研究课题，中国

史学的优良遗产为我们提供了思想营养。我们必须以更大的努力发掘和总结历史学整体层面和诸
多分支领域层面的课题，做出精当的概括，为发展中国历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和增强“文化自信”贡
献力量。

交流与互动、自信和自主

王晴佳 ( 美国罗文大学历史系教授)

寻求如何构建中国历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笔者觉得或许可以从回顾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过程入

手。以笔者管见所及，史学界似乎现存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开端，始自 1840 年的鸦
片战争; 另一种则认为开始于 20 世纪初，以梁启超等人提倡“新史学”为标志。两种意见在时间上相
差了半个世纪之多。虽有如此不同，但两者论证的前提其实并无根本差异; 双方都认可中国史学之
走向近代，与清朝结束闭关锁国的政策、中国文化由此与外界开始交流、互动相关。② 笔者想进一步
指出的是，中国史学家寻求建立自主知识体系，正是在与外来文化的碰撞和互动中开始的———历史
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以文化之间的交流为其必然前提。本文将以中外史学的三个例子，对此略
加分析和论证。
清朝史学在鸦片战争后，出现了一些与之前颇为不同的现象。一是对外国史地的研究，其闻名

者有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畬的《瀛环志略》和王韬的《普法战纪》。二是对北方边疆的研究，如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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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的《蒙古游牧记》和何秋涛的《朔方备乘》。毋庸赘言，两者在那时的长足进展，出于守防边疆的相
同考虑。更值得一提的是，两者的著述都在历史书写的形式上，有着超越前人的贡献。《朔方备乘》
“兼方志外纪之体”，综合了编年、纪传、考证和叙事等体裁，而《普法战纪》已经具备了现代叙述体的
雏型，问世之后一直为人所注意和称道。这些突破，表现了近代史学家面对外来压力而更新史学传
统的努力。①

19、20 世纪之交，甲午战败后中国经历了深重的民族危机。梁启超参与改良失败、逃亡日本之
后，于 1902 年在《新民丛报》上连载的《新史学》篇章，是这一背景下中国史学家寻求更新历史知识
体系的又一著例。梁氏在篇中开宗明义，指出更新历史书写传统的必要，为史学界同仁所熟知，但笔
者还是觉得有必要在这里征引一下:

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
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
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②

1905 年，史学家黄节给《国粹学报》供稿，也指出之前欧洲史学家在柏林召开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多
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写作历史，所以他亦尝试写作一部《黄史》，描述中国历史的演变。笔者以为，他们
二人的做法代表了中国史学家首次有意系统革新史学传统的努力，而他们做此努力，貌似为了学习、
跟随和借鉴国外经验，但其终极目的是尝试重拾自信、构建中国自主的历史知识体系。③ 20 年后，梁
启超出版《中国历史研究法》，便是一个有力的证明。他在自序中写道，自提出建立“新史学”之后，
20 年来一直孜孜不倦，“所积丛残之稿，亦既盈尺”。他在 1922 年决定将其面世，为的是在整理史料
和革新观念这两方面抛砖引玉，引发“世人之研究焉”。因为在他看来，这两项工作，“原非一手一足
之烈所能为力”，而欧美史学家近年的成就，“全向此两种方向以行”。④

梁氏以如椽之笔，写作《中国历史研究法》时洋洋洒洒，体大思精，完成之后还意犹未尽，很快又
写就了补编。他如此努力为的是实践一个认知，那就是“新史之作，可谓我学界今日最迫切之要求也
已”。⑤ 同期，他又写作了《清代学术概论》，列数清代考据家钱大昕、王鸣盛、赵翼等人的成就。但他
同时也强调指出，清代学者大多“以经学考证之法，移以治史，只能谓之考证学，殆不可谓之史学”。⑥

换言之，“独力著史”、重塑过去，是梁氏对其同代和后代人提出的期望。他本人为此目的身体力行，
著述不辍，起到了标杆作用。
在借鉴、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构建自身的历史知识体系，与梁启超等中国史学家差不多同期

的美国史学家詹姆斯·鲁滨逊和查尔斯·比尔德等人及其作为，也是一个值得参考的例子。众所周
知，在欧美近代史学的发展历程中，美国史学相对落后，长期追随德意志史学。以历史学会的成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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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德意志史学家在 19 世纪中期已经成立历史职业学会，并在 1859 年出版《历史杂志》，它既是欧洲
最早的历史专业刊物之一，也早于德国自身的统一建国。美国的历史学会则成立于约三十年之后，
《美国历史评论》这一史学专门刊物也迟至 1895 年才正式问世。第一代美国史学家，如乔治·班克
罗夫特、赫伯特·B. 亚当斯等人，均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才回国从事自己的史学家生涯。美国
历史学会的第一位荣誉外籍会员，便是被誉为“近代科学史学之父”的德国史学家列奥波德·冯·兰
克。如上种种，均显现美国史学在早期受德国史学影响之深。①

德国和欧洲文化虽然对美国有着深远的影响，但这一影响也促使美国史学家积极寻求构建自身

独立的知识体系。譬如班克罗夫特就是“美国文明例外论”的倡导者，希图强调美国历史与欧洲历史
的诸多根本性不同。而赫伯特·B. 亚当斯于 1876 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建立美国第一个历史
学博士学位授予点，其目的毫无疑问是为了自主培养美国史学人才。他培养的众多弟子之中，有一
位后来闻名遐迩，那就是弗瑞德利克·J. 特纳，他先后任教于威斯康星大学和哈佛大学。特纳不但
是美国培养的第一代历史学博士，而且还在 1893 年发表了影响深远的《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意义》
一文。特纳认为，鉴于美国西进运动的走向结束，美利坚文明从东岸延伸到西岸，已经进入一个新的
发展阶段，其主要标志是摆脱了欧洲文明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②

詹姆斯·鲁滨逊是特纳的同代人，长期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在美国东岸集合了数位志同道合
者。他们的志向就是走出德国兰克史学的藩篱，检讨其利弊，从而革新史学观念和方法。和梁启超
一样，他也强调发展“新史学”的必要，并在 1912 年将他多年的相关授课和演讲结集，出版时径直以
《新史学》为书名。犹有兴味的是，与特纳不同，鲁滨逊曾在德国深造，在弗赖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他的专长是欧洲近代史，是美国最早讲授和著述欧洲文明史的史学家之一。他的《新史学》也有题为
“史学史”的一章，简明扼要地回顾了西方史学的发展，充分展现了他对欧洲文明和史学的熟稔程度。
但鲁滨逊的欧洲教育背景，并不妨碍反而促使他开拓新路; 他之回顾欧洲的史学史传统，不是为了因

循守旧，而是为了革故鼎新。他于 1903 年邀请德国文化史学家、兰克的批评者卡尔·兰普雷希特到
哥伦比亚大学做系列演讲，共同探讨如何改造历史学。翌年，他们和其他美国史学家一道，一同参加
了在圣路易斯市召开的“人文和科学大会”，希望扬弃兰克史学细致检验史料真伪的遗产，进而对历
史做宏观的综合考察。鲁滨逊在《新史学》中针对兰克学派注重从政治变迁考察历史变动而专注民
族国家史书写的现象，指出对这一传统加以革新的必要:

我们不能在此处讨论国家在历史上的地位这个复杂问题，而且也没有讨论的必要; 因

为没有人不认为国家的重要性，也没有人主张历史书中可以不讲到国家。我们此地应该研
究的问题，就是我们对政治史的偏心引导着我们专去叙述那些无关紧要的朝代史和军事史

中的琐碎事实……人类的活动不仅是当兵，做臣民，或做君主; 国家也决不是人类唯一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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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情……自古至今，人类的活动包括海上探险、开拓商业、建筑城市、设立大学、建筑宏伟
的大礼拜堂、著书、绘画，并且还发明了许多东西。我们在历史里面应该包括这些人类活
动，大家渐渐承认了; 但是直到现今政治史仍然保持着它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一般人仍然把

过去的政治事件，看作是历史的主要内容。①

查尔斯·比尔德比特纳和鲁滨逊年轻了一代，大学毕业之后也曾去德国留学，但博士学位在美
国获取。这种现象在他同代的史学家中已经司空见惯，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美国史学此时的自主和
成熟。比尔德后来也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与鲁滨逊成了同事。他发表的诸多论著，推进和实践
了鲁滨逊希望走出政治史的愿望。譬如，比尔德的成名作《美国宪法的一个经济解释》( 又译《美国
宪法经济观》) ，于 1913 年问世。顾名思义，该书希图从经济史的角度出发，对美国宪法的起草和颁
布，提出一个新的解释，不再将宪法等诸如此类的政治文献和事件的研究，视作政治史家的专利。
1927 年比尔德又与其妻玛丽·比尔德一同写作《美国文明的兴起》，后来又出版其续篇《美国的中期
发展》和《美国的精神》。他与特纳一样，力图凸显美国文明的独立自主，并对前者的贡献做了深化
和扩展。值得一提的是，比尔德在 1933 年出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时候，发表了“书写的历史是一
种信仰的行为”的演讲，两年之后又写作了《那个高尚的梦想》，向德国的兰克史学做出公开挑战。②

美国史学在接受和吸收德国史学的基础上，取长补短，推陈出新，由此而寻求建立属于自身的历史学

传统，鄙以为是我们当前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又一个值得借鉴的例子。
为了进一步说明文化交流的必要，笔者还想将目光转回东方，从中日史学的交流来提供第三个

例子，加以补充论证。上面提到的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强调独立著史的必要，并以刘知幾、章
学诚为例做了说明:“其专研究史法者，独有章学诚之《文史通义》，其价值可比刘知幾《史通》。”梁氏
然后笔锋一转，介绍了万斯同等人的通史类著述，其隐含的意思就是在史学史领域，当时的中国学者

并无出刘知幾和章学诚其右者。③ 事实上，在近代学者中，梁氏对章学诚的重视，并非孤例。胡适曾
编过《章学诚年谱》，何炳松写过章学诚的研究论文，视其为浙东学派的殿军。章学诚之所以得到这
些一流学者的重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对中国史学的演变做了通盘的总结和分析。不过，在 20 世
纪初年，无论写作中国历史的通史还是中国史学通史，日本学者都走在了前面。19 世纪末，日本汉学
家那珂通世出版《支那通史》，之后还有市村瓒次郎的《支那史》和桑原骘藏的《东亚史》。④ 他们以有
限的篇幅，对中国历史的进化做了通盘概述，在中国学界引起不小的反响。陈寅恪曾以“群趋东邻受
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的诗句做形容; 傅斯年则立志要在中国建立“东方学的正统”。在日本近代
学术的刺激下，梁启超的好友夏曾佑撰写《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一度游学日本的刘师培也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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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构建中国历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

写《中国历史教科书》，均试图对中国史做通贯叙述，但两书又都在中途戛然而止，未能终卷。① 上面
提到的何炳松曾写过《通史新义》一书，从东西史学异同的角度讨论了民国学人对写作通史的兴
趣。② 显然，这一兴趣反映了他们希望建立中国历史学知识体系的意图。
由此言之，梁启超对刘知幾、章学诚的高度评价，与他希图对中国史学做一宏观论述有关———他

在写作《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的时候对此就已明确提出。从后视的眼光来看，他的《中国历史研究
法》本身便是一个尝试。而就中国史学史的系统讲授和写作而言，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的论著值得
重视。内藤在 20 世纪初年已经在京都大学开始教授中国史学史，也特别推崇章学诚对中国史学的
见解。十余年后，他着手整理其讲义成书，但《中国史学史》( 原题《支那史学史》) 的最后出版是在他
谢世之后的 1949 年。③ 无独有偶，金毓黻在 1944 年出版了《中国史学史》，其写作受到了梁启超的启
发，但没有参考内藤的著作。④ 而内藤虽然数次讲授中国史学史，也似乎没有读到梁启超的《中国历
史研究法》。
尽管如此，笔者认为内藤湖南和金毓黻写作这两本中国史学史领域的开山之作，还是与 20 世纪

以来中日文化之间发生的密切交流切切相关。如上所述，这一交流的重点便是希图对东亚的传统文
化和知识体系，做一系统的整理。胡适在当时提出的“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便是这一风气的
映照。上面提到陈寅恪、傅斯年如何意欲与日本学者争胜，争夺东方学的话语权，亦是一例。20 世纪
中日史学家对通史写作的重视，是这场话语权争夺战的一个重要方面。内藤湖南和金毓黻的《中国
史学史》，尽管分别成书，内容不一，但都试图对中国史学的演变做一贯通考察，反映和延伸了当时的
学术风气。内藤的著作虽然出自域外，但他写作的重点和提出的见解，都能看出作者在回顾中国史
学传统时，希望突出其“通”的一面。内藤对司马迁的推崇，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内藤认为《史记》
“是中国史学史上划时代的著作”，其出现代表了现代意义上的“历史著作”。他的意思是，司马迁之
前虽然也有历史记录乃至史书的起源，但其性质与《史记》相比还是根本不同的。而内藤突出司马迁
的成就，主要是因为与班固相比，前者有通识，意欲“通古今之变”。他的这一见解，虽然现在看来似
乎无甚高论，但殊不知在中国的史学传统中，班固曾因创建断代史而一直受到诸多尊崇。比如刘知
幾在其《史通》中，就明显贬马扬班，指出《汉书》“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炼，事甚该密”，而《史
记》则“时采杂言，故使览之者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⑤ 内藤强调“通”的另一个例子是，他在叙述
唐代和宋代史学的时候，特别注重类书的编撰( 如《贞观政要》《通典》《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 和
通史的出现( 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郑樵的《通志》) ，却避而不谈那时史家编写的多部断代史，而
唐代史家所编的“正史”，其实占了二十四史中的 1 /3 之多。⑥

内藤湖南的《中国史学史》，在内容取舍之间凸显其好恶。他对中国史学“通”这一面的强调，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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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史学史学刊》2009 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05—312 页。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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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马彪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5、8、9 章。北美史学家傅佛果长期从事中日文化交流，他在近
年出版的自选集中，特别指出内藤重视司马迁的价值及其他的见解，是如何受到章学诚的影响，参见 Joshua Fogel，Betwee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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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了清代学者章学诚的观点，同时又融入了自己的见解。① 与之相比，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所收
书目更为全面，概括内容自然也更多。他在书中还专辟一章，比较司马迁和班固的史学，分别讨论了
两者各自的成就。在评论中国史学家和史学传统时，金氏采取了相对平衡的立场，对司马迁和班固没
有做明确的褒贬。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在书的附录“最近史学之趋势”中，披露其写作《中国史学
史》，受到当时风气的影响，特别是为了响应梁启超的号召。金毓黻指出，民国时期的史学趋势体现于
两个方面，一是史料的开发和整理，二是新史学的建设和新史的编纂。他举章太炎、梁启超、何炳松的论
著为例，指出后者是中外文化交流、激荡的产物。② 显然，如果说内藤湖南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和授课，受
到章学诚等中国学者的启发，那么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的写作和出版，同样间接地受益于中日文化和学术
的激荡与互动———如所周知，章太炎、梁启超的新史学号召和建设，都是在两人流亡日本的时候提出的。
总而言之，在知识体系的整理、重构的过程中，外来文化的冲击常常起到一个催化剂的作用，促

进了本土文化和外埠文化之间的交流。这一互动、交流的结果有助人们寻求文化自信，并由此出发
而构建属于自己的、自主的知识体系。本文所举的三个例子，希望能说明和证明这一道理。

克罗齐“哲学与历史学同一”思想解读* ③

———兼谈哲学在历史学知识体系中的地位

董立河 (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

贝奈戴托·克罗齐( Benedetto Croce，1866—1952 年) 是著名的意大利哲学家、历史学家和文艺
批评家。主要受维柯的历史主义思想和黑格尔的精神哲学的影响，克罗齐在行动和历史中发掘精神
的实在性，提出了独特的“哲学与历史学同一”的观点。当前，包括历史学在内的各个学科都在思考
自身知识体系的构建问题。克罗齐这种淡化学科界限、倡导学科融合的想法和做法，可以为当下的
讨论提供一个有张力的思路和视角。
在本文中，所谓“历史学知识体系”，与通常所理解的关于历史事实的知识无关，它其实指的是一

种理论形态的“历史知识形式”，大致相当于最近讨论的历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笔者将首先聚焦于对克罗齐相关文本的解读，然后，根据自己的理解和体悟，在自己前期思考的基础

上，谈谈哲学在一般历史学知识体系中的地位，及其对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意义。

一、作为历史学方法论的哲学

克罗齐的哲学是一种有关精神的哲学( philosophy of the spirit) ，其四卷本的哲学著作的总称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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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藤湖南的《中国史学史》的中译本收有《章学诚的史学》和《中国史学史概要》作为附录。前者讨论了章学诚的贡献，后者则指
出他本人对司马迁的重视。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第 370—395 页。
金毓黻在其导言中提到梁启超如何启发他构建中国史学史的写作内容，参见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第 4—5 页; 他的附录参见
该书第 382—440 页。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古代中国与西方史学重大理论问题比较研究”( 项目编号: 20JJD770001 ) 的
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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